
中国经济增长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和自由化�

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
内生产总值（GDP）为16.64万亿美元 ），并在过去30年保持着年均10%的GDP增长率。相1

比之下，目前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仅为3%，不到中国的一半。 更令人鼓2

舞的是中国改革带来的福利效应。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94% 。如3

图1所示，2015年出生的中国人预计比1970年出生的人多活近20年。�



� (图1∶1970年至201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

　　这种空前增长的确切原因仍存在争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学者都认为，这种增长起
源于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的经济改革。本文研究了两项关键改革：家庭联产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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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和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乡镇企业制度。还根据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探讨了这些改
革，并通过“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简单视角展示了理解中国经济的难度。�

　　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后，社会主义政府接手的中国经济极度贫困。近90%的大多数
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许多人都住在单户农场。工业生产仅占GDP的12.6% ，农村地区的4

生活非常艰难。此外，在一场灾难性的内战之后，该国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按照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寻求以工业为主的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重建中国并使中国现
代化 。由于农业生产力对于支持快速扩张和工业化经济所需的大量人口至关重要，因此5

中国政府推行农业集体化战略，即农业产量由公众所有和分配的制度。关于如何组织集体
化，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的统一，曾有过很多争论。这项政策旨在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力，
同时确保农产品得到公平分配。 ��6

在最初阶段，集体化被证明是成功的。1952年至1958年间，农业总生产率（农业产出
/投入）增长了近28%。 �这一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将农村改组为自愿合作社，农民可以7

选择加入或退出合作社，以期获得更高的产量。这些早期的合作社大多采取“初级合作
社”的形式，由20或30户家庭组成。这使得农业部门能够利用规模经济并提高效率。然
而，当1958年开始推动更大规模的集体化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75.3万个集体农场被
转变为不到2.4万个大型公社，禁止自留地。劳动者补偿极低，主要基于生存需要。管理
基于“工分制”，其中“工分”被分配给合作社周边农民所做的工作。然而，测量和跟踪
这些工分极其困难，导致农民所做的工作普遍得不到补偿。随后，农民失去了生产更高产
量的动机，因为无论他们生产的总量是多少，从政府获得的回报都是一样的。��

　　农业集体化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学者们将“大跃进饥荒”归咎于中国的集体化政
策，这是一场从1959年持续到1961年的大规模饥荒，造成了令人震惊的3000万人死亡，是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对此饥荒有许多假设，包括：恶劣的天气、播种面积的减少及政
府将资源从农业转向重工业。然而，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Lin）认为，最终原因是农
民无法退出公社，因此没有动力从事额外的工作，因为参与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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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958年至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权力转移到了更温和的决策人手中。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第一任主席。他是一位意识形态上的强硬派，坚定不移地追求实现集体化，带来了诸如
大饥荒等后果。他的逝世为中国政府内部的变革留下了机会，某些人看到了这一点。其中
最著名的是1977年成为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新领导人建议对农村政策进行全面改革，这
些改革的独特要素包括扩大自由市场、经济多样化和提高采购价格。��

��

　　然而，并非中国的所有改革都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授权。1978年秋天，小岗的一个小
村庄各户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将公有农田划分为单独的部分，由他们各自耕种，这被称
为“家庭承包”。这种农业组织模式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该制
度基于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家庭和村庄的理念，由他们承担由此产生的利润和损失。这在
当时将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反革命罪”，因为它最初被认为是集体耕作的反面，因此是被
禁止的。因此，每个家庭的成员都交换了孩子，所以如果其中一人被抓到，他们的家人也
不会全被带走。目睹这一制度的成功，邻近的乡镇开始采用它。不久，政府承认了这一制
度的存在，但要求其仅限于农民对集体制度失去信心的非常贫困的农村地区。然而，富裕
地区和贫困地区一样热烈欢迎这一新制度，最终这一制度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



范，并在中国推广。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
化，因为集体制度基本上已不再使用。 �8

　　鉴于这是一个秘密进行的村办制度，HRS的第一个实例的细节鲜为人知。然而，这种
将盈亏归于家庭的土地承包制迅速普及，最终导致其在中国社会得到采纳和实施。在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农民作为独立实体，可以根据他们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合同，承包集体
土地及承接大型项目。除了根据各种合同规定的一小部分利润以税收形式上缴国家外，农
民有权获得他们通过劳动获得的所有收入。�

　　多种统计数据表明，农业生产力的解放极大地提高了产量。1978年至1984年，中国农
业部门的平均价格按固定价格计算上涨了42.23%，其中46.89%是由于生产体制的转变。�
1979年至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3%，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9%。2019年，
中国生产粮食66384万吨、肉类7759万吨、鸡蛋3309万吨、牛奶3201万吨、水产品6480万
吨、蔬菜7203万吨、水果2740万吨。 �在此期间，中国重要的主要作物小麦的产量也大幅9

增长。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其需要生产大量的农产品来养活其人民。中国能够为国
内市场和出口生产如此大量的农产品，这一事实证明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取得了
成功，也让许多最初批评这一制度的人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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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61年至2020年中国小麦产量激增)�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导致大量国有农场被下放给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
人们可能会认为，20世纪的中国经济遵循了一个完全自由化战略。这并不完全正确。在市
场力量发挥作用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经济仍然高度集体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有
企业，通常简称为“SOE”。国有企业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在能源、电信和银行等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中表现突出。中国政府还坚持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比如获得
更便宜的融资。�

　　应该指出的是，国有企业并不是中国或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所独有的。例如，美
国邮政总局（US�Postal�Service）可以被认为是一家国有企业。然而，就其在国民经济
中的整体重要性而言，中国国有企业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时期，国有企业占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与此同时，15万家国有企业占城镇
就业岗位的近五分之一，占国民产出的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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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88年至1995年国有企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然而，这些国有企业中有许多面临着一些效率低下的问题。其一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所
有制结构所固有的。顾名思义，国有企业属于人民所有，即当时的12亿中国公民。当然，
12亿人没有可行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一家单一企业。在这种模糊的所有制结构中，那些直
接控制公司资产的人可能会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行事，因为几乎没有监督或护栏。示例可能
包括从经理那里剥离或劳动者逃避的资产。为了减轻这些负面影响，国家实际上对企业采
取了更严格的所有权控制。正如恩里科·佩罗蒂（Enrico�Perotti）所言，这给下级官员
带来了一个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从国有企业池中提取价值的下级司法管辖区与补充该价
值的上级司法管辖区”之间存在不对称（Perroti,�Sun,�Zou,1998）。�在一个相关的问
题上，中国国有企业不必完全考虑该项目的成本，因为该项目的损失将由国家承担。这导
致了一些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 �11

这些问题引发了要求国有企业改革或开发一种新的经济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呼声，最好
是一个不像国有企业那样自上而下、并受到各种组织问题影响的企业。农业部门的增长和
自由化改革提供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模式。尽管中国的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地区，但很难
向其庞大而分散的人口提供各种工业品和家用产品。随着收入的增加，尤其是改革后农业
工人的收入增加，需求也随之增加，从而带来了更多的物流挑战。因此，政府为乡镇企业
（TVE）政策制定了框架。�

��

　　这项新政策鼓励发展私营和合资企业及由公社和村庄（也称为“TVG”或“乡镇政
府”）经营的企业。也是在这一年，乡镇工业正式被命名为“TVE”。与国有企业前身相

按所有权划分的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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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乡镇企业经济效率更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乡镇企业受其乡镇政府直接管辖，而不是
由别有用心、向党内高层汇报的地方行政官员管辖。这也允许社区参与，因为社区现在有
权从当地乡镇企业获得短期和长期的利益，从而激励各乡镇政府成员监督和帮助乡镇企业
进行管理。 �12

　　乡镇企业同时发展了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此外，取消
了“三地”（现场采购材料、现场加工及现场销售）的限制，使乡镇企业可以广泛引入国
内外联系，以增加产品和工业投入品的供应。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乡镇企业13

基本上分散了在中国生产和销售非农产品和服务的手段，允许在经济发展方面有更多的自
由。��

在此期间，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快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到1988年，乡镇企业总
数达到1888万家（图6），其职工总数为9546万人，其总收入为4232亿元。这四年的年均
增长率分别比1978年高52.8%、4.5%和60.9%。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1997年乡镇企业GDP达到20740亿元（2499亿美元），占全国GDP的27.7%。乡镇企业缴纳的
税款总额为1526亿元人民币（184亿美元），占全国税款总额的20.4%。现在乡镇企业的活
动几乎涵盖了经济的所有产业，乡镇企业的产品在许多领域都占据了经济的很大份额。在
整个经济中，乡镇企业生产的煤炭占40%，混凝土占40%，食品和饮料占43%，服装占80%。
中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来自乡镇企业。 �14



(图5：1990年至1997年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贡献)�

	

 Chang, Chun and Yijian Wang. 1994. The Nature of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12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 3: 434-52

 “How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Promotes Poverty Alleviation?: Center for 13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on Development, China (CIKD).” How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Promotes Poverty Alleviation?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on Development, China 
(CIKD), http://www.cikd.org/english/detail?leafid=217&docid=1603. 

 Zuo, Ch. 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a Studies - 14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3. 2009 

乡镇企业份额�(%) 乡镇企业份额�(%) 乡镇企业份额�(%) 乡镇企业份额�(%)

增加值总额(十亿元人民币)�

工业增加值(十亿元人民币)

税款(十亿人民币元)�
出口额(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农业部乡镇企业局，《中国乡镇企业杂志》1998年10月刊



　　国家控制有限的分散型企业的成功可能意味着西式自由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
因。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乡镇企业仍然是公有的，没有具体的所有制结
构。与美国或西欧的公司相比，集体所有者通常没有明确界定的股份，也没有剩余控制
权。�此外，个人“所有者”无法出售、继承或转让乡镇企业资产的任何部分。乡镇企业
出口增长一直是该产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领域之一:�据估计，乡镇企业的出口总值在
峰值时的年增长率为26.5%。 �然而，这种出口主要是由社区所有权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企15

业贡献的。因此，乡镇企业的突出表现与西方传统产权理论预测的结果存在明显矛盾，即
共同所有权不仅能够与私营企业的增长率持平，而且远远超过了其增长率。��



(Figure 6: Number of TVE firms operating in China, 1978-2010, CI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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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78年至201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及其占GDP的百分比,�CIKD)�

　　与7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可以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人口增长、文
化、贸易和技术。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人力资源服务、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等政策改革
在中国的经济成功故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纵观中国经济政策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一种市场化、自由化及公共与私人的试验。革命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阶段通常包括大
规模集体化和工业化，遵循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经济改革
和自由化时期的一个早期胜利。它在提高农业产量方面的成功，清楚地表明了其比早期集
体农业试验具有优势。扩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素（如分权和自由化）的意愿促成了乡
镇企业制度等举措，并改变了商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农业以外的产业。��

许多人可能会关注这些改革，并推断中国现在或过去只是采用了一种西方的经济生产
方式，而自由化是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
改革更多的是关于经济效率，而不是意识形态。中国仍然宣称要遵循毛主席在革命后确立
的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并不总是等同于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变革。�
我们可以从这些政策及其结果中正确得出的结论是，不管围绕中国是否在某种意义上“西
化”的争论如何，允许个体劳动者控制他们的工作，并感觉好像他们在控制他们生产的东
西，导致了经济产出的巨大增长，这在今天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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